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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范围内，土壤重金属、多环芳烃及其复合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微生物修复技术具有低成本、环境友好、无二次污染等

优点，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土壤修复技术之一，但常受营养状况、污染物性质等的影响，修复效率有限。腐植酸具有丰富的活性

官能团和独特的化学结构，可通过吸附、络合等反应降低土壤中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的生物有效性，作为表面活性剂增强多环芳烃的

溶解度，或作为电子介质加速微生物的呼吸，为微生物提供能源等多种方式有效增强重金属的生物还原和多环芳烃的生物降解，在

强化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土壤方面具有巨大应用潜力，但也可能与污染物形成难降解化合物，或引发土壤酸化，或降

低电子传递速率，进而抑制微生物修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本文旨在总结与分析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

土壤的相关研究，梳理腐植酸的强化作用机制，并对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全面评估。未来研究需要关注

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土壤评价体系，从宏基因技术等角度探究腐植酸对微生物代谢表达和功能蛋白质生产

的影响，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污染土壤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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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ly, the issue of soil contamination from heavy metal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and their 

composite contaminants is notably conspicuous. Microbia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renowned for its low cost,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minimal secondary pollution, stands out as a promising soil remediation approach. However, its effectiveness is 

often hampered by factors, such as nutrient conditio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lutants. Humic acid, endowed with numerous 

active functional groups and a distinctive chemical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boosts the microbial reduc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the 

biodegradation of PAHs. It facilitates these processes through adsorption and chelation, effectively reinforcing microbial 

reduc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the biodegradation of PAHs and acting as a surfactant to enhance PAH solubility. Moreover, it acts 

as electron shuttles, facilitates microbial respiration and provides energy sources for microorganisms, thereby enhancing the 

bioreduc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the biodegradation of PAHs in soil. However, attention is needed as humic acid may also 

interact with pollutants to create persistent compounds, contribute to soil acidification, or diminish the rate of electron transfer, 

potentially obstructing microbial remediation effects. This article aims to succinctly review and analyz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in humic acid-enhanced microbial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PAH-contaminated soils. It seeks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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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pinning humic acid’s enhancement role an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merits and limitations of humic 

acid-enhanced microbia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Future researches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robust assessment systems for 

humic acid-enhanced microbial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PAH-contaminated soils. The impact of humic acid on microbial 

metabolic express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unctional proteins should also be explored using advanced techniques such as 

metagenomics. These comprehensive approaches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humic acid influences microbial 

remediation in contaminated soils. 

Key words: Humic acid; Heavy metal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Co-contaminated; Soils; Microbial remediation 

 

土壤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

源。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的污

染物进入土壤，并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构成威胁，

土壤污染已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1]。2014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2]

显示，我国土壤污染主要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污染

次之，其中无机污染物以镉(Cd)、汞(Hg)、砷(As)、

铜(Cu)等 8 种重(类)金属超标最严重，有机污染物则

以滴滴涕农药和多环芳烃(PAHs)超标率居首。重金属

和多环芳烃均具有性质稳定、难降解、毒性强等特点，

二者在土壤中长期共存时会发生各种交互作用，产生

复杂的环境效应，增加了污染土壤的修复难度[3]。微

生物修复作为一种绿色可持续和高效的修复策略，具

有低成本、环境友好、无二次污染等优点，是具有良

好发展前景的修复技术之一，其主要利用生物代谢作

用对污染物进行转化、吸附和降解，以降低污染物的

毒性[4]。但由于微生物的生长受污染物浓度及性质、

环境条件、营养状况等因素影响，导致其对污染物的

去除效果不佳，修复周期长[5]，亟需构建更加高效的

强化方案来提升其修复效率。 

腐植酸是一类存在于土壤、水体、沉积物等环境

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富含多种官能团(如羧基、酚羟

基、醌基、羰基、甲氧基等)，具有丰富的结构多样

性和独特的化学特性。作为增强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

多环芳烃的有效刺激手段，腐植酸能通过吸附、络合、

离子交换和氧化还原等反应与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相互

作用，有效降低其毒性并限制其在环境中的迁移[6]；同

时，腐植酸可作为表面活性剂，增强多环芳烃的溶解

度[7]。其次，腐植酸能作为电子介质加速微生物的呼

吸，为微生物提供能源，促进微生物的生长并提高其

代谢活性，有效增强重金属的生物还原和多环芳烃的

生物降解[8]。尽管大量研究证明了腐植酸在生物修复

中的重要性，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它们对微生物降解具

有抑制作用。例如，Mohanmed 等[9]发现，在亚热带

森林土壤中提取的腐植酸存在条件下，Shewanella 

oneidensis 对 Cr(VI)的还原率从 65% 显著降低到了

56%。Tejeda-Agredano 等[10]研究表明，腐植酸对多

环芳烃生物降解的影响取决于污染物的存在形式。这

些不一致的结果表明，腐植酸对微生物修复过程影响

的复杂性，特别是复合污染条件下腐植酸对微生物修

复效果及作用机理的复杂性。因此，亟需全面总结梳

理腐植酸在调控微生物修复土壤重金属和多环芳烃

污染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在总结梳理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

多环芳烃污染土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旨在评估腐植酸

应用的优势和局限性，探明限制腐植酸应用于微生物修

复的关键控制因素，较全面揭示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

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关键机制，为进一步优化

腐植酸应用策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1  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土壤

研究 

重金属是环境中典型的无机污染物，主要来源于

采矿、冶炼、石化、电子工业生产，化肥及农药使用，

以及化石燃料燃烧等过程[11]，并通过转移和富集被

人体吸收，长期接触可能导致器官功能障碍、代谢

异常、激素变化、先天性疾病、免疫系统功能障碍

和癌症等 [12]。土壤重金属污染因其难降解性和持久

性，已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瓶颈。现有修复技术主要

依赖微生物介导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通过吸

附、生物蓄积、形态转化、生物矿化及沉淀作用等复合

机制(图 1)，调控重金属元素的赋存形态与迁移活性，

最终实现其向稳定态或低毒性价态的定向转化[13-14]。微

生物细胞表面富含羧基、羟基、氨基等多种化学基团，

可通过配位螯合、离子交换和静电吸附等作用实现重

金属的胞外固定；其次，微生物分泌的胞外多糖、有

机酸和生物酶类等代谢产物，能够通过络合、沉淀等

反应将重金属转化为低毒性的硫化物或碳酸盐复合

物[15]。微生物除具备胞外屏障功能外，其跨膜转运

系统可介导重金属离子内流，并通过金属硫蛋白、多

聚磷酸盐等生物分子实现胞内固定，这种多层级防护

体系显著降低了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和迁移转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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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6]。值得强调的是，微生物介导的氧化还原反应

能够改变重金属价态，而生物矿化作用则可将可溶性

金属转化为稳定结晶态，这些协同机制共同构成了微

生物修复的核心技术路径。 

 
图 1  微生物去除重金属的关键机制[17-18] 

Fig. 1  Key mechanisms for microbial removal of heavy metals 

 
多环芳烃属于一类疏水性有机污染物，是两个或

两个以上苯环以线状、角状或簇状排列的稠环碳氢化

合物，广泛存在于大气、土壤、水和食品等介质中，

主要由煤、焦油、石油、天然气、汽车尾气、烟草或

烟熏食品等有机高分子化合物不完全燃烧产生[19]。

由于多环芳烃具有较高的疏水性和较低的水溶性，易

吸附在固体颗粒上，生物有效性较低，不易被微生物

降解，从而持久地存在于环境中。微生物去除多环芳

烃的主要机制是降解和转化[20]，包括细菌、真菌、

古菌和藻类在内的多种微生物已被报道能有效降解

多环芳烃(表 1)。其中，细菌能通过自身固有的胞内

酶(如加氧酶、二羟基酶等)代谢多环芳烃；真菌可以

利用多环芳烃作为唯一的碳源和能量来源，或通过共

代谢的方式将多环芳烃降解转化为多种低毒的氧化

代谢产物[37]。藻类降解多环芳烃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有研究发现藻类与细菌联合培养对多环芳烃的降

解存在许多优势，例如，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促进细菌

生长，加速多环芳烃矿化[38]。 

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变得日益

复杂和多元化，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的复合污染成为土

壤中最典型的无机–有机型复合污染[39]。据 2005—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455 个污染场地修复

项目中，有 47.7% 的场地受到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的

复合污染影响[40]。目前关于微生物修复土壤重金属

与多环芳烃复合污染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更多地

侧重于单一或复合修复技术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重

金属和有机污染物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各自的环境

行为和生态毒性[41]。一方面，重金属和多环芳烃共

污染对生物修复具有协同效应，可以通过增强胞外聚

合物(EPS)的分泌、生物合成基因的产生以及加氧酶、

过氧化氢酶、金属螯合酶等多种酶的增殖，促进微生

物对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的去除。Wang 等[42]的研究表

明，镉的胁迫增强了铁载体基因等生物合成基因的表

达，刺激了多环芳烃的降解和微生物生长。另一方面，

污染物共存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降低重金属和多环芳

烃的生物利用度，同时增加对微生物细胞的毒性作

用。Obuekwe 等[43]发现，低浓度的 Al( ) Ⅲ 促进了共

污染土壤中菲的分解代谢，而高浓度的 Al( ) Ⅲ 显著

抑制菲的生物降解，这主要归因于 Al( ) Ⅲ 的氧化应

激反应。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在物理、化学和生物过

程中的交互作用，使复合污染的环境效应变得更为复

杂，加剧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修复的难度。

因此，开发高效、持久、稳定的生物修复手段才能有

效治理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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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可降解多环芳烃的微生物和藻类 
Table 1  Some microbial species and algae that can degrade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生物类别 生物属名 目标污染物降解时间和效率 培养介质 参考文献

噬氨副球菌(Paracoccus aminovorans) 蒽(14 d, 35.4%)，菲(14 d, 36.2%) 土壤 [21] 

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芘(6 d, 85.8%) 作物土壤 [22]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 芴(32 d, 40%) 土壤 [23] 

粪产碱杆菌(Alcaligenesfaecalis) 蒽(11 d, 85.7%)，菲(11 d, 71%)，芘(11 d, 95.5%) 基础盐培养基 [24] 

考克氏菌(Kocuria.) 荧蒽(14 d, 59.6%)，芴(14 d, 76.5%) 基础盐培养基 [25] 

芽孢杆菌(Bacillus simplex) 芴(72 d, 86.89%)，菲(72 d, 95.13%) 土壤 [26] 

克雷伯氏菌(Klebsiella) 菲(9 d, 88.4%) 液体培养基 [27] 

无色杆菌(Achromobacter) 菲(7 d, 98.47%) 液体培养基 [28] 

细菌 

镰刀菌(Fusarium) 芘(30 d, 39. 51%)，苯并[a]芘(30 d, 54.63%) 煤矿区农田土壤 [29] 

可可毛色二孢菌(Lasiodiplodia theobromae) PAHs(70 d, 45.3%) 焦化厂土壤 [30] 

短链球菌(Scopulariopsis brevicaulis) 菲(30 d, 60%)，芘(30 d, 62%)，苯并[a]芘(30 d, 82%) 液体培养基 [31] 

显毛类黄孢子(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 苯并[a]芘(5 d, 95.7%)，菲(5 d, 49.11%)， 

芘(5 d, 55.66%) 

废水 [32] 

曲霉(Aspergillus) 苯并[a]芘(7 d, 44.14%) 废水 [33] 

真菌 

变色栓菌(Trametes versicolor) 䓛(44 d, 81.0%)，苯并[a]芘(44 d, 38.0%) 土壤 [34] 

羊角月牙藻(Selenastrum capricornutum) 菲(4 d, 68.4%)，氟蒽(4 d, 32.5%)，芘(4 d, 33.2%) 液体培养基 [35] 藻类 

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 氟蒽(7 d, 78%)，芘(7 d, 48%) 天然培养基 [36] 

 

2  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效果及机理 

2.1  腐植酸强化污染物降解与转化研究 

腐植酸主要由 C、H、O、N、S 等元素组成，分

子量介于 2 ~ 1 300 kDa，分子结构包含亲水部分(由

OH 基团组成)和疏水部分(由脂肪链和芳香环组成)，

同时富含羧基、酚羟基、醌基、羰基、甲氧基等多种

活性官能团[44]。这些基团结构赋予腐植酸氧化还原、

离子交换、吸附、络合、两亲性等特性，被广泛应用

于环境修复领域。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国内外腐植酸在修复土壤污

染方面的相关研究趋势，本文通过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中，以 TS=(“humic acid”) AND (“soil”) 

AND (“remediation”OR“restoration”OR“improve-

ment”)为关键词检索策略，检索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2 日，共检索到 1 192 篇文献。采用 VOS viewer

软件对出现频次大于 20 次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共有 115 个关键词被分成 4 个聚类(图 2)。聚类 1 重

点关注了重金属(如“cadmium”“lead”“zinc”等)，

强调腐植酸对重金属可利用性及形态影响的研究(如

“speciation”“EDTA”“extraction”等)；聚类 2 集中 

体现了腐植酸对土壤营养及植物生长的影响 (如

“phosphorus”“plant growth”“yield”“nitrogen”等)；

聚类 3 的核心关键词是“remediation”“degradation”

和“sorption”，主要体现腐植酸对多环芳烃的生物降

解及化学氧化机制方面的研究(如“PAHs”“chemical 

oxidation”“kinetics”“bioremediation”等)；聚类 4

主要集中在腐植酸对重金属的迁移、吸附等机理方面

的研究(如“transport”“aggregation”“mechanisms”

等)。由此可知，腐植酸对土壤重金属迁移转化的影

响及强化多环芳烃生物降解的效应是腐植酸应用研

究的重点关注点之一。 

腐植酸可以通过吸附土壤污染物并将其与矿物

质结合来矿化或固定污染物，从而降低其流动性或作

为洗脱剂清洗污染土壤。Kulikowska 等[45]利用腐植

酸表面丰富的活性位点和含氧官能团吸附或络合游

离的 Cu( ) Ⅱ 和 Cd( )Ⅱ ，同时与矿物质在腐植酸表面

共沉淀，从而实现了对 Cu( ) Ⅱ 和 Cd( ) Ⅱ 的去除。

一些研究人员还利用腐植酸与纳米材料结合(如氧化

石墨烯、纳米铁等)，形成具有吸附和还原性能的复

合材料，用于增强修复效果[46]。Xu 等[47]研究发现，

使用腐植酸涂覆赤铁矿纳米颗粒(NPs)能显著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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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腐植酸在土壤修复研究中的关键词聚类网络图 
Fig. 2  Keyword clustering network diagram of research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humic acid in soil remediation 

 
疏水性有机化合物 (HOCs)五氯苯酚和菲的吸附效

率，其中羧基和酚羟基能增强赤铁矿 NPs 与 HOCs

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强吸附效果。此外，腐植酸结

构中含有的疏水性和亲水性部分使其常作为天然表

面活性剂用于增强有机污染物的溶解性[48]。Ke 等[49]

研究了腐植酸对多环芳烃在液体介质和红树林底泥

中行为的影响，发现添加腐植酸显著提高了多环芳烃

的溶解度。近年来，腐植酸的氧化还原性能被广泛关

注，有关其作为微生物呼吸的电子介质加速有机污染

物的生物降解或重金属的生物还原的研究也被大量

报道。Mohamed 等[9]研究了在针铁矿和腐植酸存在下

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 对 Cr(VI)的还原，结果表

明被还原的腐植酸作为电子穿梭体可以减少细菌在

针铁矿表面的黏附，从而增强电子转移，使 Cr(VI) 还

原率提高 1.3 倍。 

2.2  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机制 

2.2.1  吸附和络合    腐植酸分子中含有的多种活

性功能团(如羧基、酚羟基、醛基)能与重金属发生离

子交换、吸附、配位和络合等反应，从而形成稳定的

化合物，改变重金属离子的活性，降低其在土壤中的

流动性，从而减轻其对微生物的毒害作用[50]。同时

腐植酸与重金属结合后能进一步强化其电子穿梭能

力[51]。Zhao 等[52]研究腐植酸对土壤重金属有效性及

组分变化的影响，发现腐植酸能显著地将 Cu、Cd、

Zn 等转变为残留态，从而降低其有效性和对微生物

的毒性。武瑞平[53]研究发现，腐植酸与 Pb 的螯合反

应及对 Pb 离子的吸附作用，可有效降低 Pb 在土壤

中的迁移、转化和生物毒性，同时减少有效态 Pb 的

含量。 

大量研究表明，土壤中疏水性有机物的生物利用

度受其与土壤有机质的相互作用控制[54]。吸附作用

对有机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有很大影响，因此吸附强

度决定了有机分子是否能被微生物降解。腐植酸可以

通过静电作用、氢键、偶极作用及疏水作用等非特异

性过程与多环芳烃结合，增加多环芳烃在土壤水中的

溶解度，降低其挥发性，改变其生物有效性，将其转

化为毒性较小的形式或将其隔离在单独的相中而降

低其染物毒性[55]。另外，腐植酸还可以通过与土壤

矿物质竞争吸附多环芳烃，增加土壤颗粒中结合的多

环芳烃残留物的释放，而与腐植酸胶束结合的多环芳

烃可直接被微生物利用[56]。腐植酸具有类似于表面

活性剂的胶束微观结构，可以通过增加多环芳烃的表

观溶解度和增强多环芳烃的扩散传质作用来加速其

生物降解，从而促进多环芳烃对微生物的可用性[57]。

当腐植酸浓度低于临界胶束浓度 (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CMC)时，其单体分散进入水相中，降

低表面张力或界面能，提高多环芳烃在水相中的分

配，从而增加降解菌与多环芳烃分子之间的直接接



252 土      壤 第 57 卷 

http://soils.issas.ac.cn 

触；当腐植酸浓度达到 CMC 及以上时，其则以球状

的形式形成胶束，疏水基转向中心形成胶核，将多环

芳烃分子包裹在胶核中心，此过程增加了多环芳烃的

表观溶解度[48]。在腐植酸胶束体系中，微生物除了

直接利用扩散到水相中的多环芳烃分子，还可以从胶

束中获取多环芳烃分子，通过胶束–半胶束过程对多

环芳烃进行吸附降解，这一过程为微生物获取多环芳

烃提供了更多途径[58]。 

此外，腐植酸还能通过改变土壤或微生物表面的

化学特性，增加微生物的附着能力。微生物表面的胞

外聚合物可以与腐植酸相互作用形成胶状结构，这些

胶状结构具有多孔性和亲水特性，有利于吸附和聚集

重金属和多环芳烃，从而促进了微生物与污染物微团

的接触，增加了其被降解的概率[59]。 

2.2.2  腐植酸作为电子介质强化微生物代谢作用    胞

外电子传递(EET)是一种普遍的自然过程，在土壤有

机物降解和重金属转化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起着

重要作用[60]。Lovley 和 Woodward[61]在 1996 年首次

提出腐植酸可以促进微生物的厌氧呼吸作用，他们发

现两种微生物 Geobacter metallireducens 和 Shewanella 

alga 在厌氧条件下能分别利用乙酸和乳酸作为电子

供体还原腐植酸。随后大量的研究发现，腐植酸可以

作为电子穿梭体促进金属氧化物的微生物还原和有

机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研究表明，腐植酸结构中的醌

基团充当电子的接收和转移基团，负责产生活性氧，是

腐植酸氧化还原活性的关键官能团[62]。在电子转移过

程中，腐植酸可以接受来自微生物的电子并将其转移

到细胞外受体(包括金属氧化物和多环芳烃)，使它们

被还原和转化，从而有效提高其生物可利用性并加速

微生物修复的进程[63]。 

Bradley 等[64]发现，在腐植酸存在下，氯乙烯和

二氯乙烷可以在厌氧条件下被有效地生物矿化，而不

会积累还原中间体，这表明腐植酸可以作为微生物氧

化天然水生系统中污染物的电子受体。Finnera 和

Lovley[65]通过向沉积物中添加腐殖质来加速甲基叔

丁基醚的厌氧降解，其中 Fe(Ⅲ) 充当电子受体，他

们认为腐植酸和其他细胞外醌基充当了微生物和氧

化铁之间的电子穿梭体，从而刺激了铁还原微生物的

活性。此外，Kappler 等[60]发现，在博登湖沉积物中，

腐植酸还原菌的丰度是铁还原菌的 10 倍 ~ 100 倍，

这表明腐植酸是主要的电子传递途径。Ke 等[49]研究

了腐植酸对多环芳烃在液体介质和红树林底泥中的

生物降解和溶解度的影响，发现在接种以腐植酸为电

子介质的细菌 MP-PYR1 后，菲和芘的生物降解速率

显著提高。随后，Yan 等[66]也发现微生物燃料电池能

增强沉积物中苯并[a]芘的生物降解，归根结底是由

于系统中腐植酸水平的增加导致苯并[a]芘的生物利

用度和降解速率增加。 

对于重金属，尤其是氧化还原敏感性元素(包括

Cr、Ag、Fe、Cu 等)，价态的变化会影响其毒性，从

而对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67]。Gu 等[68]发现，腐植酸

可以充当电子传递体，参与微生物对重金属的还原过

程 。 Mohamed 等 [9] 研 究 了 耐 镉 硫 酸 盐 还 原 菌

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 在赤铁矿和腐植酸(HA)

存在条件下对 Cr(Ⅵ) 的还原作用，发现 S. oneidensis– 

针铁矿–HA 三元复合物可以将 Cr(Ⅵ) 的还原率提升

至 79%；在还原过程中，腐植酸可以作为电子穿梭体，

同时降低细菌在赤铁矿表面的黏附，从而增强电子转

移，使 Cr(Ⅵ) 的还原率提高 1.3 倍。Li 等[70]从结构

角度分析了腐植酸作为 Bacillus subtilis SL-44 的增效

剂对细菌 Cr(Ⅵ) 还原的内在强化机理，发现腐植酸

的添加促进了 HA+ Cr(Ⅵ)+ SL-44 聚集体的形成，缩

短了 SL-44 到 Cr(Ⅵ) 电子受体的电子传输距离；此

外，腐植酸表面的氧化还原活性基团可以作为持续供

体和接受电子的介质，加速电子转移并增强电子传输

效率，以持续去除 Cr(Ⅵ)。 

综上所述，腐植酸可以作为电子介质，在土壤环

境中进行微生物代谢反应和化学反应，促进有机污染

物的生物降解和重金属的生物还原。目前，该方向的

研究仍在不断深入，将为腐植酸的实际应用提供更好

的指导。 

2.2.3  腐植酸为微生物提供养分，调节土壤酶活性和

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    腐植酸是土壤中的重要有

机质，能为微生物提供养分，促进其生长代谢，还能

通过调节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土壤碳

循环和养分转化，从而在生态修复和土壤健康维护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71]。 

微生物能够利用腐植酸中丰富的官能团进行代

谢反应，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丰富的养分，包括碳源、

氮源等重要的营养物质，满足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需

求[72]。这种微生物与腐植酸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促

进了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也提高了土壤中微生物的

总体活性[73]。Liu 等[74]通过研究 Paracoccus sp. LXC

与腐植酸联合应用对农业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影响发

现，腐植酸的添加可以改善土壤营养状况，促进细菌

生物量和种类的增加，有效提高了微生物对多环芳烃

的生物降解。另外，腐植酸能作为酶的底物，激活与

微生物降解有机物相关的酶，促使其参与有机物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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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程，同时还能形成络合物与一些土壤酶相互作用，

调节这些酶的活性和稳定性[75]。这种调节机制有助于

优化土壤中的酶系统，提高土壤对有机物的降解能力，

促进养分的释放和土壤生态过程的进行。腐植酸的存在

也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组成。腐植酸能改变

土壤微环境，为微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条件，引导土壤

中特定微生物的生长，对维持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

和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间接地调控了土壤的生态功

能，包括有机物降解、养分循环等重要的生态过程[76]。

方明智等[77]研究了腐植酸淋洗对重金属污染土壤微生

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腐植酸能增加绿弯菌门

(Chloroflexi)、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芽单胞菌门

(Gemmatimonadetes)、纤维杆菌门(Fibrobacteres)和装甲

菌门(Armatimonadetes)等细菌的丰度，改善微生物群落

结构。郭越宏等[78]在研究腐植酸对李氏禾–红壤处理系

统中 Cr 赋存形态、微生物群落结构及酶活性的影响时

发现，土壤中细菌、真菌和放线菌数量与腐植酸浓度呈

正相关，而过氧化氢酶、多酚氧化酶活性与腐植酸浓度

呈负相关。 

综上，腐植酸的存在通过上述作用过程提高微生

物的修复效率(图 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腐植酸、

污染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腐植酸对

生物降解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污染物的化学结构和腐

植酸的来源，也取决于微生物群落特征、土壤 pH 和

温度等[81]。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腐植酸也可能产生

一系列潜在的抑制效应，从而限制微生物在环境修复

中的效果。例如，腐植酸与某些重金属的螯合作用可

能形成难以降解的络合物；高浓度的腐植酸可能对微

生物直接产生毒性效应，抑制其生长和代谢活性[82]；

腐植酸的存在可能引起环境 pH 的变化，对微生物产

生不利影响。Tejeda-Agredano 等[10]研究发现，腐植

酸对多环芳烃生物降解的影响取决于污染物的存在

形式，当多环芳烃以固体结晶形式存在时，腐植酸的

存在会促进多环芳烃的溶解，从而增强生物降解；但

当多环芳烃以溶解态形式存在时，腐植酸会抑制多环

芳烃与微生物细胞的黏附，对生物降解产生抑制作

用。Xie 等[83]研究腐植酸浓度对聚合物 Pu(Ⅳ) 还原

速率和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 0 ~ 15 mg/L，随

着浓度的增加，腐植酸中的醌基团能够将更多的细胞

外电子转移到聚合物上，Pu(Ⅳ) 的还原速率持续增

加；但是在 15 ~ 150 mg/L，随着浓度的持续增加，

腐植酸会在聚合物表面形成腐殖质涂层，这在一定程 

 

图 3  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的机制[79-80] 
Fig. 3  Mechanisms of humic acid-enhanced microbial remedi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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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限制了从腐植酸到聚合物的细胞外电子转移过

程，导致 Pu(IV) 的还原率降低。因此，在实际应用

过程中，需要构建更加全面合理的评价方法，结合具

体环境条件及污染状况等，对腐植酸类型的选择及使

用量的确定等关键指标进行筛选，以提升腐植酸强化

微生物修复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效率。 

3  结论与展望 

腐植酸是天然有机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然界

中大量存在，成本低廉且环境友好，同时结构复杂，

活性官能团数量多，是土壤污染的理想补救剂。研究

表明，腐植酸通过促进微生物活性、增强污染物的生

物可利用性以及改善土壤环境等多重途径，显著提升

了微生物对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的降解效率。这些发现

不仅深化了对腐植酸强化微生物修复机制的理解，还

为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技

术指导，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腐植酸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环境修复剂已成为

一个热门的重要研究课题，但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和

不确定性。 

1) 腐植酸结构复杂，不同来源腐植酸差异较大，

影响环境修复效果。腐植酸的各种特性来源于官能

团，然而对于不同的污染物，目前的研究尚未明确不

同官能团对腐植酸作用的具体贡献。因此，未来的研

究应侧重于讨论腐植酸强化修复的具体机制，从微观

机理和宏观现象等多角度揭示腐植酸强化微生物对

重金属和多环芳烃的降解规律、代谢机制以及在实际

土壤基质修复中应用的可行性，并结合环境基因组学

技术，从基因层面揭示腐植酸–微生物对重金属和多

环芳烃的去除机制。 

2) 当前利用腐植酸强化微生物呼吸去除污染物

的研究大都针对单一污染物，然而污染环境中往往存

在多种污染物，共存的其他污染物是否会影响腐植酸

的强化效率以及这种修复方式能否同时去除多种污

染物尚存在争论，因此需要加强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

交互作用对复合污染土壤修复机理的影响研究，以便

于充分利用重金属与有机污染物共存时的协同作用，

提高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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